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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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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和社会交换理论，资

源保存理论的异同是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我们将首先介绍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然后再将其与社会交换

理论、资源保存理论进行对比解析。 

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简介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起

源于资源保存理论。该模型的提出，是鉴于：现有工作-家庭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分散的理论

视角：即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和工作-家庭促进视角，缺乏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而且，以往

的理论视角并没有为工作-家庭间的动态影响过程和边界条件提供理论解释。基于此，为整

合工作-家庭研究的冲突与促进视角，并揭示工作-家庭间的动态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ten 

Brummelhuis 和 Bakker(2012)将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增益过程和资源损耗过程”的观点具体

运用到工作-家庭关系情境中，提出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图 1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具体地，如图 1 所示，该模型认为，个体日常工作体验通过个人资源的动态变化从而影

响到家庭体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个体会经历两种工作体验：要求型工作体验和资源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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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验。资源性工作体验有利于个人资源的产生，而这些个人资源又将进一步促进个体履行

日常的家庭责任，产生工作-家庭促进。相反，要求性工作体验则会消耗个人资源，伴随着

个人资源的损失，员工将难以充分履行日常家庭职责，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此外，该模型

还指出了情境资源(宏观资源或关键资源)对工作体验与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关系的调节作

用。其中，宏观资源是指个人所处的组织、社会或文化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如社会公平和组

织资源等；目前这一模型已得到了实证研究的初步检验与支持(如 Ilies, Liu, Liu, & Zheng, 

2017; Lin, Ilies, Pluut, & Pan, 2017)。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为我们理解服务型领导行为与工作-

家庭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服务型领导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行为，既会使领

导者产生积极的(资源性)工作体验，也会使领导者产生消极的(要求性)工作体验，这两种不

同的工作体验会引发领导者的心理资源发生变化，并对家庭领域产生溢出效应，即影响到领

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从行动者的视角揭示服务

型领导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双刃剑效应，包括资源产生路径(促进工作-家庭关系)和资源

消耗路径(危害工作-家庭关系)；并且，服务型领导行为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可能还取决

于组织支持这一重要的情境资源。 

与其他理论的区分 

与资源保存理论的区分。两者都属于资源理论范畴，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是资源保存理

论在工作家庭情境中的具体拓展应用。不同点是：第一，解释范围不同。资源保存理论主要

用于解释资源如何影响个体的压力感知、幸福体验乃至工作状态等问题(Hobfoll, 1989; 

Halbesleben, Neveu, Paustianunderdahl, & Westman, 2014)，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专门用于解

释资源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由此可见，资源保存理论

的解释范围较大，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解释范围较小。第二，资源分类不同。资源保存理

论将资源分为物质、条件、特征和能量四种(Hobfoll, 1989)，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在资源保

存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来源、稳定性、关键与宏观维度，对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进

行更加细致的分类：一是，根据资源的来源不同，将资源分为个体资源(特征、能量)和情境

资源(物质、条件)两类，这种分类有助于解释工作领域的资源如何可以影响到家庭领域；二

是，根据资源的稳定性不同，将资源分为结构性(稳定)资源和动态性(不稳定)资源两类，具

体将物质和条件资源归为结构性资源，将特征和能量资源归为动态性资源，这种分类有助于

理解工作领域如何通过个人资源的动态变化过程影响到家庭领域；三是，根据宏观与关键维

度，将资源分为宏观资源和关键资源两类，具体将组织和社会方面等稳定的情境资源划归为

宏观资源，将自我效能、自尊、乐观等稳定的个人资源划归为关键资源，这种分类有助于揭



示工作-家庭冲突或促进发生的宏观(情境)与关键(个体)边界条件(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与社会交换理论的区分：本文将从“解释范围”、“资源分类”和“解释机制”三个方面来区

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和社会交换理论。第一，解释范围不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专门用于

解释工作-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解释范围小而聚焦，而社会交换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组织中

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双方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及其对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解释范围广。第二，资源分类不同。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中，互动双

方可以获得信任、尊重和支持等情感型资源；而在低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中，互动双方主要

以经济交易的形式进行互动，以工具型资源为核心特征(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如前

所述，工作-家庭资源模型中论述的资源类型比较多，且以稳定性和动态性进行划分。第三，

解释机制不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解释工作-家庭关系的机制是资源增益与资源损耗过程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而社会交换理论解释组织中社会交换关系的机制是互惠

规范、回报义务感知等(Blau, 1964;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意见 2：如果我没有搞错，研究主要分析了 Within-person 的变异。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是否

应该控制 Between-person 的变异呢？服务型领导、情绪、损耗等---亦或者作者已经控制了，

只是没有特别强调？也请作者能否对数据分析方法有更多的描述，特别是这两个层次的分

析。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为了遵守《心理学报》对于稿件篇幅的严格限制，原稿经过多

次压缩，因此“统计分析策略”部分也进行了删减，十分抱歉，给审稿专家审查带来了不便。

确实，正如审稿专家所理解的，本研究主要分析了 Within-person 的变异。鉴于本研究主要

考察 Within-person 的变异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与传统

单层回归分析不同，该方法能够将组(个体)间效应与组(个体)内效应区分开来。在第一层(个

体内层次)分析中，我们对所有层次 1 的预测变量(如服务型领导、积极情绪、资源损耗)数据

均采用组均值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ing)处理，因为这样做能够把“个体内效应”与“个体间

效应”分开，这样我们在第一层估计的就完全是“个体内效应”，至于“个体间效应”，就完全

留给第二层(个体间层次)模型去估计了(罗胜强, 姜嬿, 2014)。 

本文数据分析过程阐述如下：本研究数据存在多层次结构(每位主管包含多天测量)，我

们使用 Mplus7.0，采用多层次路径分析模型检验研究假设。该方法能够从整体上验证本研

究提出的假设模型，因为该方法可以同时包含多个回归方程进行检验，这样能够同时处理多



个自变量与多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使用Preacher, Zyphur和Zhang(2010)推荐的 parametric 

bootstrap 程序(20000 次 Monte Carlo 复制)，估计效应值的 95%水平下的偏差矫正置信区间

以检验中介效应。 

相应地，为了方便读者对上述统计分析过程有更加清晰的了解，修改稿我们对“3.4 统计

分析策略”部分进行了更加详细地描述说明，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3：作者是否需要阐述一下，为什么研究 Within-person 的服务型领导而不是

Between-person？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本文之所以研究 Within-person 而非 Between-person 的服务型

领导，是出于以下原因：服务型领导通常被定义为一种领导行为，即服务、满足下属或其他

群体的需求，并开发下属在任务效率、自我激励、未来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潜能(Greenleaf, 

1977；Liden, Wayne, Zhao, & Henderson, 2008)；而领导行为具有动态波动的特点，即领导者

在每个工作日所产生的服务领导行为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理由阐述如下： 

从理论上讲，以往领导力研究便指出，领导行为发生于一系列的情境之中，受到各种情

境因素(如下属特点、组织因素、环境变化)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变化(DeRue, 2011)。例如，在

领导-下属互动过程中，由于领导者需要面对不同的下属，而这些下属的动机、能力、目标

和任务也各不相同；此时，领导者需要根据下属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Bass, 1998; 

Bass & Avolio, 1994)，这导致了领导行为产生波动变化。Lorinkova, Pearsall 和 Sims(2013)也

指出，领导者会根据员工所执行任务的复杂性和绩效情况，在指导行为与授权行为之间进行

自由转换。此外，领导行为也会受到领导者自身的认知、情感等动态因素的影响，因而会随

着认知、情感的每日变化而发生波动(Barnes, Lucianetti, Bhave, & Christian, 2015; Dalal, Lam, 

Weiss, Welch, & Hulin, 2009; Venus, Stam, & van Knippenberg, 2013)。正如 Barnes 等(2015)所

指出，领导者每日的睡眠数量和质量不尽相同，这意味着领导者的认知资源(自我控制)每日

可能会发生变化，继而导致辱虐管理行为在个体内产生波动。Dalal 等(2009)认为，个体情

绪具有每日波动性，这会导致个体每日展现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工作行为发生起伏变

化。根据上述逻辑，本文认为，服务型领导行为在理论上也应具有个体内变化的特点。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组织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不断发生变化；此时，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的主

要目标和任务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导致上下级的互动内容和方式在每日水平出现波动或变

更。比如，当领导者面临内忧的时候，会更加关注和照顾下属的利益福祉，以稳定内部局势；

当领导者面临外患的时候，忙于应对外部的竞争，可能会稍微忽视了内部人员/下属的福祉。 

从实证上来讲，近年来不少研究采用体验抽样法，在个体内水平开展领导行为研究，揭



示了领导行为在个体内水平的差异显著超越了其在个体间水平上的差异(Barnes et al., 2015; 

Courtright, Gardner, Smith, McCormick, & Colbert, 2016; Foulk, Lanaj, Tu, Erez, & Archambeau, 

in press; Lanaj et al., 2016; Lin et al., 2016; Qin et al., in press)。例如，Johnson, Venus, Lanaj, 

Mao 和 Chang(2012)考察了每日关怀领导行为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领导者每日

展现对下属的关怀行为，能够提升每日的领导有效性。Lanaj 等(2016)探讨了每日变革型领

导行为对其每日情感状态的影响，结果发现，当领导者每天对下属展现个性化关怀行为时，

能够满足领导者的关系需要，进而改善其每日的情绪状态。以上研究为“本文从个体内视角

研究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了间接证据支持。 

综上，基于以往领导力研究，本文认为，服务型领导行为在个体内水平上具有波动变化

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个体内变化会对其自身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却忽视了对

此进行考察。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拟采取个体内视角，采用经验抽样设计，来探究领导者

每日展现的服务型领导行为能否通过每日的资源变化影响到工作-家庭关系，以期推进学界

对个体内的服务型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效果的理解。 

修改稿在“1 问题提出”部分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补充了相关论述，请审稿专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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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在引言部分，第一段对服务型领导的回顾，最后一句引入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家庭领

域的溢出效应，显得有些跳跃。纵然这是作者为下文中为何选择领导的工作-家庭关系为因

变量做一个铺垫，但目前的写法不够自然。目前作者的写作思路是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家庭领

域很重要，但我们不知道服务型领导会对领导自身的家庭领域有什么影响。但是为什么要关

注领导者的家庭领域？而不是关注服务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其他方面的影响？目前的问题

引入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事实上，为符合《心理学报》投稿篇幅限制的要求，原稿经过

多次压缩，很多内容已被我们删减。 

针对“最后一句引入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显得有些跳跃”的问题。 

考虑到您的阅读感受和意见，我们在“1 问题提出”部分增加了一些承上启下的论述，以

使行文更好地过渡到“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具体修改如下：“服务型领

导会展现出典型的“大爱”行为，不仅关注下属在组织内的需求与福祉，还会跨越组织边界，

满足下属在组织外部的其他需求(Liden, Wayne, Zhao, & Henderson, 2008)。这意味着服务型

领导不仅会在工作中服务、满足下属的愿望和需求，还能为下属生活提供一些资源或帮助，

从而有利于下属履行家庭责任，即服务型领导对下属的工作-家庭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基于

此，新近研究开始关注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并发现服务型领导能帮助下

属获得工作-家庭促进，降低工作-家庭冲突(Zhang, Kwan, Everett, & Jian, 2012; Tang, Kwan, 

Zhang, & Zhu, 2015; Wang, Kwan, & Zhou, 2016)。” 

 针对“为什么要关注领导者的家庭领域？而不是关注服务型领导行为对领导者其他

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我们在“1 问题提出”部分补充论述了“关注领导者工作-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具体修改如

下：“虽然服务型领导会影响下属的工作-家庭关系，但有关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否影响领导者

自身的工作-家庭关系还是一个未解的谜题。考察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既是一个现实管理

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从实践上讲，据相关调查表明，99%的中国经理人正在经历

工作家庭失衡问题，而且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正在逐年呈上升趋势(财富(中文版), 2008, 

2017)。鉴于领导者工作家庭问题的普遍性，通过探讨领导行为给领导者自身工作-家庭关系

造成的结果，能帮助组织更好地识别领导者的收益与代价，为激励或干预领导者的工作-家

庭关系提供一些可参考的方法。从理论上讲，领导过程通常包括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互动、

交换，这意味着“领导者如何对待下属”不仅会影响下属，还会反过来作用于领导者自身的心

理与行为(Bass & Riggio, 2006)。Lanaj, Johnson 和 Lee (2016)发现，当领导者为下属提供个人

关怀时，能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满足领导者的归属需求，从而对领导者自身产生积极影

响。循此逻辑，当领导者关心下属的需求和成长时，领导者自身能体验到“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即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伴随着领导者进入家庭领

域，产生溢出效应，最终影响到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综上，探索服务型领导行为对领

导者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能兼顾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需要。 

 

意见 2：理论部分：在论证服务型领导行为会产生资源消耗的这一段内容中，作者用领导需

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论据，过于宽泛。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究竟如何消耗了领导的

资源而使其无法进行后续的自我调控？希望作者针对服务型领导行为以及自我损耗给出更

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解释。作者提出“倘若服务型领导行为成为组织的一种领导角色要求时，

领导者在这种要求下不得不做出自我调节，如转变思维模式，学会换位思考和提供情感支

持”，我认为其中关于自我调节的论述抓住了核心，但这个论述建立在“倘若服务型领导行为

成为组织的一种领导角色要求”的基础上是不合理的。并不是所有组织都要求领导做出服务

型领导行为，况且在作者的研究样本中，也不能体现出服务型领导是组织的工作要求，因此

这一论述就变得不够严谨。按照作者的阐述，角色要求倒像是一个调节变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同意审稿专家的意见，用领导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来做论据，确实过于宽泛。根据您的指导，修改稿在“2 理论与假设”部分聚焦于“服务型领

导行为的核心特点以及自我损耗的内涵”，给出了更具针对性的论述， 具体修改如下： 

“本文认为，服务型领导行为会通过资源消耗机制使领导者付出代价。资源损耗是指个

体经过一段需要自我调节的活动之后，心理资源被耗尽的状态(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当个体主动进行诸如“控制想法”、“精力付出”和“复杂决策”等需要自

我调节的活动时，会导致心理资源的损耗(Lanaj, Johnson, & Wang, 2016; Lin et al., 2016)；而

服务型领导者在与下属互动过程中往往会涉及这些活动(van Dierendonck, 2011)。首先，服务

型领导的宗旨是服务于下属、组织和社会的利益，这要求领导者在他人利益与个人私利之间

做出选择，并通过自我控制来克服自利的倾向，从而满足服务型领导的角色规范；而在控制、

克服“追求个人私利想法”的过程中，领导者往往要消耗“自我调节资源” (Lin et al., 2016)，从

而引发一定程度的自我损耗。其次，为激发下属的潜能，服务型领导者往往扮演了一个指导

者角色(van Dierendonck, 2011)。而“指导角色”往往要求领导者要在下属身上花费更多的时

间，倾注更多的精力，这容易消耗掉领导者自身的时间、体力、能量等资源；严重的话，还

可能耽误领导者个人的工作进展，使得服务型领导者在工作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体验更高

的强度，比如用加班加点的方式来工作；在这些情况下，领导者容易出现身心资源损耗(Lin 

et al., 2016)。最后，服务型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既要考虑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员工、

股东)的利益，也需要顾及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客户、社区和政府)的福祉(van Dierendonck, 

2011)。可见，上述决策过程不但要求服务型领导者考虑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求服务

型领导者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而要满足这种复杂而困难的决策任务要求，领导者需要

消耗大量资源来进行信息加工，从而加重领导者的资源损耗(Lin et al., 2016)。” 

此外，修改稿在“2 理论与假设”部分已根据您的建议，从自我调节的角度，详细论述了

服务领导行为如何影响资源损耗。同时，也删除了“倘若服务型领导行为成为组织的一种领

导角色要求”这一不够严谨的表述，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3：理论部分，在“1.1 服务型领导行为的资源产生功能”这一部分中，资源产生对工作-

家庭的影响主要的论述都是体现了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那么对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

呢？在“1.2 服务型领导行为的资源消耗功能”这一部分中，资源对工作-家庭的影响围绕对工

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展开，那么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呢？怎么理解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

家庭促进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维度上的两端吗？ 

（1）怎么理解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维度上的两端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由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是工作家庭关系研究领域

中的重要构念，一直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对于这两个构念之间的具体关系学界也一直在

争论中(Powell & Greenhaus, 2006)。针对学界这一困惑，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构

念的提出者 Powell 和 Greenhaus(2006)专门撰文进行了澄清。 



具体地，从理论上看，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这两个构念分别是从相反的两个

视角(即消极视角与积极视角)提出的，因此最初一些学者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就相当于“硬币

的正反面”，是一种负相关关系。Greenhaus 和 Beutell(1985)最早从角色相互冲突的消极视角

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构念，认为个体履行工作或家庭角色会干扰家庭或工作角色的功能。

后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寻求从积极视角去理解工作-

家庭关系。基于此，Greenhaus 和 Powell(2006)提出了工作-家庭促进构念，认为个体从履行

工作或家庭角色中获得的体验也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履行家庭或工作职责。由于理论视角相

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构念之间具有相反的关系。 

虽然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在理论上具有负相关关系，但是从实证研究看，工

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之间只存在很低程度的相关。例如 Greenhaus 和 Powell(2006)

总结分析了以往 15 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之间

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02。由此，学者们得出结论：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其实是

两个不相关、相互独立的构念(Powell & Greenhaus, 2006)。 

 
文献出处：Powell, G. N., & Greenhaus, J. H. (2006). Is the opposite of positive negative? Untang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enrichment and conflict.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1(7), 650–659. 

 

（2）在“1.1 服务型领导行为的资源产生功能”这一部分中，资源产生对工作-家庭的影响主

要的论述都是体现了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那么对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中我们已根据您的意见，在“2 理论与假设”部分论述“资

源产生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的同时，补充了“资源产生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的相关

论述，请审稿专家审查。具体修改如下： 

“根据 W-HR 模型，领导者在服务下属后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资源，

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缓和工作-家庭冲突，提升工作-家庭促进。首先，积极情绪是一种

可以促进个体趋近目标的基础性资源(Watson, Wiese, Vaidya, & Tellegen, 1999)。当领导者具



有积极情绪时，其会主动与家庭成员保持接近，并建立友好互动关系，产生工作-家庭促进；

而不会将工作中的压力、焦虑等不佳状态带入到生活领域，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烦恼而回避

与家人的情感沟通和互动，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可能性。其次，积极情绪可以扩展个体的

注意范围(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这说明，对于积极情绪的领导者而言，其更有可能

注意到家庭成员的各种需求，并能有意识地去履行家庭相关角色职责，使工作中的积极体验

对家庭领域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当领导者能注意到家人的需求时，其并不会仅

仅关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更不会因为工作事务而忽略家人的需求，继而减少了工作-家庭

冲突。最后，积极情绪可以提高个体认知灵活性(郭小燕, 王振宏, 2007)，促进个体想出更多

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仅有助于个体成功应对家庭事务和问题，还能帮助个体快速解

决工作问题，避免将工作问题带入生活领域。综上，领导者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增加积极

情绪，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3）在“1.2 服务型领导行为的资源消耗功能”这一部分中，资源对工作-家庭的影响围绕对

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展开，那么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根据您的意见，修改稿在“2 理论与假设”部分论述“资

源损耗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的同时，也补充了“资源损耗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的相关

论述，请审稿专家审查。具体修改如下： 

“Greenhaus, Collins 和 Shaw(2003)强调，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家庭生活，个体应该投入更

多的资源在家庭领域，履行家庭职责。如果个人资源因工作活动被耗竭，将不利于个体家庭

职责的履行(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当领导者因从事服务领导行为而产生自我损

耗时，领导者容易缺乏充足的资源来履行好家庭职责，从而激发工作-家庭冲突，降低工作-

家庭促进。首先，在自我损耗的情况下，服务型领导者好比“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以至

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家人、关注家人的需求，更难提供家人足够的社会情感支持

(Lin et al., 2016)，这容易引发工作-家庭冲突；与此同时，自我损耗的领导者在工作中感到

筋疲力尽，很难获得良好的工作体验，随着积极体验的减少，领导者也较难体验到工作对家

庭生活的积极溢出效应(Greenhaus & Powell, 2006)。其次，当服务型领导者因工作活动发生

资源损耗时，由于自我调节能力的降低，难免会把工作中产生的不良状态带入家庭领域，并

带着这种状态与家人互动，从而对家庭造成人际伤害(Tang et al., 2016)，增加工作-家庭冲突

的可能性；此外，在自我损耗状态下，服务型领导者带入家庭领域的轻松愉悦的良好状态更

少，而这种良好状态的减少则会降低其参与家庭活动、履行家庭职责的意愿和动力



(Greenhaus & Powell, 2006; Tang et al., 2016)，进而减少工作-家庭促进。综上，遵循 W-HR

模型的逻辑，领导者扮演服务型领导行为这种角色，会消耗领导者的个人资源，引发自我损

耗；而资源损耗则会进一步影响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 

 

意见 4：引言和假设推导之间最好加标题分隔开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已在“引言”和“假设推导”之间增加了标题予以分隔，请

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5：为什么不把假设放在每一段的假设推导后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在“2 理论与假设”部分已将“假设”放在每一段的假设推

导的后面，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6：方法部分，作者采用了纸质问卷来做每日调查。实际操作上，如何保证被试在指定

时间点填写问卷？晚上的问卷如何发放？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修改稿在“3.1 样本及程序”部分增加了这方面的说明，具体解

释如下： 

首先，我们之所以选择纸质问卷进行每日跟踪调查，主要考虑到纸质问卷有如下优势(陈

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2012; Ohly, Sonnentag, Niessen, & Zapf, 2015)：第一，与使用电子问

卷相比，纸质问卷不受计算机和网络等设备以及相关知识技能的限制，可操作性高，适用情

形更广泛。第二，使用纸质问卷调查，研究人员比较容易控制调查的环境，能够直接观察被

试的填答态度与行为，比较容易保障调研数据的质量。第三，从被试阅读和填答感受看，纸

质问卷的阅读舒适感更高，容易得到被试的接受与支持，因而被试填答问卷的态度更认真，

容易获得反映被试真实情况的调研数据。相对而言，在电子设备上填答问卷，阅读的舒适感

相对较差，被试填答也更随意、不认真，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很难保证，也容易导致变量间虚

假相关的问题。 

其次，为保证被试在指定时间点填写问卷，在实际操作上，我们研究团队采取了一些行

之有效的措施：第一，取得了合作单位主管领导和人力资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支持；第二，每

个调查点有研究人员专门负责，合作单位也为我们配备了研究助理；第三，在正式发放问卷

前，组织被试进行调查前的培训，告知调查目的、程序和要求，并与被试签订协议；第四，

在问卷发放方式上，分为工作时间发放和晚上发放。(1)工作时间问卷发放：由每个点的研



究者专门负责，在合作单位研究助理的协助下，按照上午 11:00、下午 16:00 定时给被试发

放问卷，被试每次填完后将问卷封入信封后由研究者或负责人当场回收，研究者根据被试填

答情况及时反馈酬劳；(2)晚上问卷发放：在下午下班前将晚上调查问卷(事先装入信封)发放

给被试，告知被试在 19:00~21:00 期间作答，同时在上述时段，研究者会再次发微信提醒被

试按时作答，并要求被试问卷填完后要用手机拍照向研究者反馈，研究者收到被试反馈后，

将提供及时酬劳，从而保证被试能够按时填答问卷。 

具体修改如下：“在具体问卷发放方式上，分为工作时间发放和晚上发放。(1)工作时间

问卷发放：由每个调研点的研究者专门负责，在合作单位研究助理的协助下，每日按照上午

11:00、下午 16:00 定时给被试发放问卷，被试每次填完后将问卷封入信封由研究者或负责人

当场回收，研究者根据被试填答情况及时反馈酬劳；(2)晚上问卷发放：在每日下午下班前

将晚上调查问卷(事先装入信封)发放给被试，告知被试在 19:00~21:00 期间作答，同时在上

述时段，研究者会再次发微信提醒被试按时作答，并要求被试问卷填完后要用手机拍照向研

究者反馈，研究者收到被试反馈后，将提供及时酬劳，从而保证被试能够按时填答问卷。” 

 

意见 7：在测量上，作者让主管填写服务型领导行为问卷，主管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变革型

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行为。首先，让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每日领导行为合理吗？每天上午

11:00，直接上司就可以观测到主管的领导行为吗？主管和其直接上级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吗？直接上司可以评级主管的总体领导行为，但要做每日的观察有点令人困惑。如果这和作

者调研的企业实际场景有关，那么作者应该给出这方面的信息以说明合理性。其次，假设作

者的调研场景可以保证直接上司能够观测到主管的每日领导行为，那么为什么不让直接上级

评价主管的服务型领导行为，而让主管自己评价自己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行为？

这样操作不是可以更好地避免同源方法偏差的问题？总之，对于测量方法的选取，希望作者

给出更详实和合理的解释。 

（1）首先，让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每日领导行为合理吗？每天上午 11:00，直接上司就可以

观测到主管的领导行为吗？主管和其直接上级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为了减轻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我们在每日领导行为测量上，

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地，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每日服务型领导行为由主管自

评，而控制变量中的每日道德型领导行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由主管的直接上司评价。 

让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领导行为(道德型领导行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其合理性解释如

下：第一，我们选择的调研企业为广州市的金融服务企业，包括保险和银行业。这些机构的



行政办公场所一般设立在大型的写字楼里，由于场地大，一层楼可以同时容纳若干个不同的

部门，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均采用开放式办公空间设计。特别是，为了工作沟通上的方便，

直接上司与其下属（主管）一般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区域，位置相隔很近，因此，在这样的写

字楼办公场景中，直接上司每日能够很方便观察到下属的工作行为表现。第二，在正式调查

前，我们对参与调查的直接上司进行了测前培训，向直接上司传达了本次调研的目的与具体

要求，比如需要直接上司每天上午观察和评价下属的领导行为；第三，在调研开始前 30 分

钟，研究者及其团队成员亲临调研现场，以确认研究对象（主试对象及其直接上司）“是否

在现场以及是否同时在办公室工作。 

 

（2）那么为什么不让直接上级评价主管的服务型领导行为，而让主管自己评价自己的变革

型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行为？这样操作不是可以更好地避免同源方法偏差的问题？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如果单纯从避免同源方法偏差的问题考虑的话，审稿专家提出

的测量方法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修改稿中，我们也吸收了审稿专家这一专业建议，已将

这一建议放进文章的“5.3 研究不足与展望”部分进行了专门讨论。修改内容见：“第三，虽然

本研究采取日记法，并在不同时间点让主管评价自己的服务型领导行为、以及直接上司评价

主管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但这种方法仍然依赖自我报告，仍不能完全排除共同

方法偏差对因果关系的干扰，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主管评价自己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

导行为、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服务型领导行为等测量方法，并同时考虑日记法与实验法相结

合的研究设计(段锦云, 陈文平, 2012)，以更好地验证服务领导行为与工作-家庭关系的因果

关系。” 

本研究之所以“不让直接上级评价主管的服务型领导行为”，而是要主管自评服务领导行

为，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本研究主要考察服务型领导行为对于行动者自身的影响，这需要

采用经验抽样（或日记研究）研究设计(Ohly, Sonnentag, Niessen, & Zapf, 2015; 张银普, 石

伟, 骆南峰, 邢璐, 徐渊, 2017)。经验抽样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是指在一段时间

内，研究者借助于辅助工具提醒被试, 让被试对工作生活中经历事件的真实感受或体验进行

实时评估，并对其记录的一种数据收集方法(Ohly et al., 2015; 张银普等, 2017)。因此，让主

管自己评价其从事服务领导行为能够获得更真实的体验，更契合经验抽样法的初衷，即应该

是一种恰当的方法；其次，以往有关领导行为的日记研究也是采取主管自己评价自身的领导

行为的做法(如, Lanaj, Johnson, & Lee, 2016; Lin, Ma, & Johnson, 2016; Qin, Huang, Johnson, 

Hu, & Ju, in press; Weiss, Razinskas, Backmann, & Hoeg, in press)。遵循这些研究的建议和做



法，本研究采用了被试自评服务型领导行为。 

同时，为了减轻同源方法偏差的问题，我们对控制变量如变革型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

行为的测量采用他评，即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行为。 

 

意见 8：对积极情绪的测量是针对“现在的”情绪感受，作者在测量描述时应该反映出这一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中我们在“3.2 测量工具”部分对“积极情绪”的测量说明

中增加了针对“现在的”情绪感受的描述，使写作上更加严谨。 

 

意见 9：控制变量的介绍过于随意。工作时间是 between-person 的，消极情绪等都是

within-person 的变量，在解释和描述测量的时候应更加清楚，否则令人困惑。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Bernerth 和 Aguinis(2015)指出，控制变量的选取原则之一，便

是选取那些被以往研究证实会对本研究中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以往研究发现，消极情绪、

工作时间会影响工作-家庭关系(马红宇, 申传刚, 杨璟, 唐汉瑛, 谢菊兰, 2014; Ilies et al., 

2017; Lin et al., 2017)，道德型领导行为会影响自我损耗(Lin et al., 2016)，变革型领导行为会

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孟慧, 宋继文, 孙志强, 王崴, 2011; Lanaj et al., 2016)。鉴于此，本研究

选择了消极情绪、工作时间、变革型领导行为和道德型领导行为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服务

型领导行为是否具有增益效度。 

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间也是 within-person 的，这是由于我们写作上的失误，给审稿

专家审阅造成困惑，对此我们研究团队深感抱歉！实际上，我们在工作时间的测量上同时进

行了个体间的测量和个体内的测量，根据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探讨个体内的关系，我们在统

计分析的时候也是将个体内测量的工作时间，设定在个体内层次进行统计控制。修改稿在

“3.2.3 控制变量”部分已对此进行了修正，请审稿专家审查。 

    为了符合《心理学报》投稿篇幅限制的要求，原稿进行了多次压缩删减，影响了控制变

量这部分的进一步展开论述。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中我们也加强了对“3.2.3 控制变

量”部分的介绍，具体修改如下： 

“以往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工作时间会影响工作-家庭关系(马红宇, 申传刚, 杨璟, 唐

汉瑛, 谢菊兰, 2014; Ilies et al., 2017; Lin et al., 2017)，道德型领导行为会影响自我损耗(Lin et 

al., 2016)，变革型领导行为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孟慧, 宋继文, 孙志强, 王崴, 2011; Lanaj 

et al., 2016)，因此，本研究将上述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消极情绪测量采用 Watson

等(1988)的 5 题量表，例题如 “您现在的心情或感受是苦恼的”(α = 0.91)，变革型领导行



为测量采用 Lanaj 等(2016)研究中使用的 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和 Fetter(1990)的 4

题量表，例题如“今天，该下属向部门成员传达一个理想的目标或愿景” (α = 0.91)，道德型

领导行为测量采用 Lin 等(2016)研究中使用的 8 题量表，例题如“今天，该下属树立按照道德

标准做事的榜样”(α = 0.91)，工作时间的测量按每日工作的客观时间来评价(以小时为单

位)。” 

 

意见 10：结果分析部分，为什么相关表呈现不完整？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在“4.1 描述性统计分析”部分已补充完整的相关分析表，

请审稿专家审查。文章当初之所以没有呈现完整的相关表，主要是考虑到本研究涉及的变量

比较多，如果完整呈现相关表，影响排版美观和易读性。于是，我们在保证不影响呈现主要

变量相关分析结果的前提下，删减了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 

 

意见 11：H2b 未得到支持，作者需要对此加以分析和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虽然我们之前针对“H2b 未得到支持”的结果在讨论部分进行了

一些简单讨论，但分析和解释还不够具体详细，修改稿在“5 讨论”部分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

见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和解释，具体修改如下： 

“第四，本研究既是对 W-HR 模型的应用，也是对该模型的一种实证检验和推进。具体

而言，本研究发现工作领域体验的资源增益能够较稳定地预测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

进，而工作领域体验的资源损失仅能预测工作-家庭冲突，但未显著预测工作-家庭促进。这

说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两者具有一定的区分性(Powell & Greenhaus, 2006)。正

因如此，本研究推测导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工作领域中的资源对工作-家庭冲突

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虽然工作中的资源损耗会增加个体履行家庭角色的

压力，激发工作-家庭冲突，但未必一定会影响到工作-家庭促进，是因为工作-家庭促进除了

受到工作中的资源(如调节资源)损耗影响外，可能还受到其他影响强度更大的资源的作用，

例如配偶情感支持(如, Lin et al., 2017)。新近的一项工作-家庭促进元分析对此提供了支持。

Lapierre 等(2017)发现，与工作领域的资源相比，来自家庭领域的资源(如，家庭社会支持)

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影响更大，而且，与情境引发的资源消耗相比，情境导致的资源产生对

工作-家庭促进的作用更强。同时也说明 W-HR 模型有必要具体区分工作-家庭关系的类型。” 

 

意见 12：讨论部分，“实践启示”部分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与我而言有些牵强。希望作者可以



给出更有意义的启示。如若没有更好的建议，那么在我看来没有必要阐述三方面，只要抓住

核心的建议加以拓展即可。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接受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在“5.2 实践意义”部分已根

据您的建议，结合本研究的贡献，我们分别从“调节变量组织支持、中介变量积极情绪和资

源损耗”三个方面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实践启示，请审稿专家审查。 

具体修改如下：“本研究结果对管理者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启发。第一，组织可以通过设

计和实施一些政策来帮助主管平衡他们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例如，实施能够使主管灵活管理

他们的工作日程的举措，提高主管对自己工作时间的控制(Williams, Berdahl, & Vandello, 

2016)，这可以进一步提高主管对组织支持的知觉，从而有助于减少主管从事服务型领导行

为的消极结果，增加主管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的积极体验。第二，组织可以实施主管培训项

目，通过向主管清楚说明从事服务领导行为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如提高积极情绪)，这可以激

励更多的主管表现服务领导行为(Lanaj et al., 2016)。鉴于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具有一定的负

面效果，组织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服务型领导的资源损耗情况。例如，组织可以通过把

服务领导行为纳入绩效评价范围、并给予经济奖励，帮助主管从践行服务领导行为中获得资

源补充。与此同时，组织可以在工作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对主管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给予认

可、表扬等精神上的奖励，使主管感受到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能够得到组织的支持，从而感

受到价值感和意义(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这可以迅速补充主管的心理资源(Lanaj et 

al., 2016)，由此减少或避免主管的资源损耗，缓解服务型领导行为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不利。” 

 

意见 13：“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部分应当加入对因果关系的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在“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部

分已增加了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具体修改如下：“第三，虽然本研究采取日记法，并在不同

时间点让主管评价自己的服务型领导行为、以及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

导行为，但这种方法仍然依赖自我报告，仍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因果关系的干扰，

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主管评价自己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

服务型领导行为等测量方法，并同时考虑日记法与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段锦云, 陈文

平, 2012)，以更好地验证服务领导行为与工作-家庭关系的因果关系。” 

 

意见 14：其他细节问题，p.4 “就资源消耗而言，从事超越正式角色要求的领导行为(如服务

型领导)消耗了领导者的时间和精力 (Lin, Ma, & Johnson, 2016)，这会减少他们可用于家庭领



域的资源，影响其对家庭角色的履行，从而危及工作-家庭关系。”什么叫超越了正式角色要

求？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是符合正式角色要求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这里所指的“正式领导角色要求”，实际上是指领导的基本

任务或活动。根据 Lin, Ma 和 Johnson(2016)的观点，基本的领导任务或活动包括：聚焦任务

(如设定目标和截止日期、提供反馈)和聚焦关系(如提供支持和鼓励)两种活动。而服务型领

导行为强调服务于下属及其组织内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整体福祉，这显然超越了领导的基本

（正式）角色要求。而以往研究表明，从事超越领导基本任务或活动的领导行为，会对领导

者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了额外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可能需要领导者付出时间和精力

等方面的代价(Lin et al., 2016)。为方便读者对此方面的了解，修改稿在“1 问题提出”部分增

加了相关的论述进行解释说明，请审稿专家审查。 

具体修改如下：“就资源消耗而言，服务型领导不仅需要完成基本领导活动(设定目标、

提供反馈等任务活动, 提供支持和鼓励等关系活动)，还需开发下属在任务效率、自我激励、

未来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潜能(Greenleaf, 1977)，由此对领导者造成了额外的要求；为满足这

些要求，可能需要领导者付出相应的代价(Lin, Ma, & Johnson, 2016)，这会减少他们可用于

家庭领域的资源，影响其对家庭角色的履行，从而危及工作-家庭关系。” 

 

意见 15：p.6 “根据 W-HR 模型，履行服务型领导行为这种角色，会消耗领导者的时间、精

力和自我调节资源，引发自我损耗。” W-HR 模型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正如我们对审稿专家 1 第 1 条意见所回应的，工作-家庭资源

(W-HR)模型认为，个体日常工作体验通过个人资源的动态变化从而影响到家庭体验。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个体会经历两种体验：要求型和资源型。资源性工作体验能够产生个人资源，

这种个人资源的获取将促进个体履行日常的家庭角色责任，产生工作-家庭促进。相反，要

求性工作体验则会消耗个人资源，这种个人资源的损失将阻碍员工履行日常家庭角色职责，

产生工作-家庭冲突。具体到本研究中，服务型领导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行为，既会使

领导者产生积极的(资源性)工作体验，产生个人资源，同时也会使领导者产生消极的(要求性)

工作体验，消耗个人资源，这种积极与消极影响可能会溢出到家庭领域，并影响领导者的工

作-家庭关系。而根据 W-HR 模型，个人资源包括：结构性资源(知识、技能、经验、心理弹

性和健康)和心理能量(情感、精力、认知能量、注意和时间)。据此，本文提出 “根据 W-HR

模型，履行服务型领导行为这种角色，会消耗领导者的时间、精力和自我调节资源，引发自

我损耗。”这一观点。 



 

图 3  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资源分类 

文献出处：ten Brummelhuis, L. L., & Bakker, A. B. (2012). A resource perspective on the work-home interface: 

The 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7), 545–56. 

 

不过，我们也考虑了审稿专家的质疑，为了表述的严谨性，修改稿在“2 理论与假设”部

分对此表述进行了修正，将“时间、精力和自我调节资源”修改为“个人资源”，请审稿专家审

查。 

 

意见 16：p.9 “所有层次 1 的预测变量均采用组均值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ing)，所有层次

2 的变量均采用总均值中心化 (centering at grand mean)” 英文注释是否统一成类似

“group-mean centering”和“grand-mean centering”？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修改稿在“3.4 统计分析策略”部分已将英文注释的翻译统一，

如将总均值中心化翻译成 “grand-mean centering”，组均值中心化翻译成 “group-mean 

centering”，请审稿专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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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感谢作者详细、严谨的回复。关于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感觉作者应该做一些解释：

为什选取积极情绪代表资源产生，自我损耗代表资源消耗？只用积极情绪是否可以代表两个

方面呢--积极情绪低就是资源匮乏，积极情绪高就是拥有资源？当然只有一个中介，研究逊

色一些。那就阐述清楚为什么不用积极-消极情绪做为中介，而是情绪和资源损耗。谢谢！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上一轮修改工作中所付出努力的肯定，并继续提出一些重要

的理论问题，帮助我们持续提升文章的质量。 

针对您提出的上述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提醒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

考中介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对此，我们研究团队经过反复认真地研讨后，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本研究之所以设定两个中介机制，而不是一个中介机制，主要理论依据是工作-

家庭资源模型提出的双路径机制。具体来讲，正如文章引言中提出，本文旨在探讨“服务型

领导行为如何影响领导者自身的工作-家庭关系”问题，为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工作-

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W-HR;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视角。

W-HR 模型认为，个体会有两种工作经历：资源型和要求型，在充满资源的经历中，个人的

资源得到增益，这将促进个体履行家庭角色，产生工作-家庭促进；在充满要求的经历中，

个人资源将被损耗，这将阻碍个体履行家庭角色，诱发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此，本文认为，

服务型领导行为会通过资源产生和资源损耗两个机制对领导者的工作-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其次，进一步地，本文根据 W-HR 理论关联性和以往研究(Koopman, Lanaj, & Scott, 

2016; Lanaj, Johnson, & Lee, 2016)，选取“积极情绪”来代表资源增益机制，“自我损耗”来

代表资源损耗机制。具体而言，之所以选取“积极情绪”代表资源增益机制，理由如下：一

是基于 W-HR 模型的资源增益机制的理论观点。如上所述，资源增益机制认为，在充满资

源的经历中，个人的资源得到增益，这将促进个体履行家庭角色，产生工作-家庭促进。换

言之，在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的经历中，领导者的个人资源会得到增益，而资源增益更可能

产生“高的积极情绪”，不可能产生“低的积极情绪”，亦即服务型领导是提升积极情绪，而不

是降低积极情绪。二是以往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者与下属互动过程中，通过提高下属的福

祉，改善下属绩效，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van Dierendonck, 2011)，可以帮助领导者建立工

作、关系和个人方面的资源(Bono et al., 2013；Lilius, 2012; Weinstein & Ryan, 2010)，而这些

充裕的资源能够催生积极情绪(Lanaj et al., 2016)，这种积极情绪能溢出至家庭领域，帮助领



导者履行家庭角色，改善工作-家庭关系。据此，文章选取了“积极情绪”表征资源增益机制。  

之所以选取“自我损耗”代表资源损耗机制，理因如下：一是基于 W-HR 模型的资源损

耗机制的理论观点。如前所述，资源损耗机制认为，在充满要求的经历中，个人资源将被损

耗，这将阻碍个体履行家庭角色，诱发工作-家庭冲突。也就是说，领导者在扮演服务型领

导的过程中，为满足服务型领导这一角色要求，领导者需要付出相应资源方面的代价。可见，

“自我损耗”是损耗机制的核心代表，而不是消极情绪或者低的积极情绪。二是以往研究指出，

服务型领导者不仅需要完成基本领导活动(设定目标、提供反馈等任务活动, 提供支持和鼓

励等关系活动)，还需开发下属在任务效率、自我激励、未来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潜能(Greenleaf, 

1977)，由此对领导者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了额外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可能需要领

导者付出相应资源方面的代价(Lin, Ma, & Johnson, 2016)，这会减少他们可用于家庭领域的

资源，影响其对家庭角色的履行，从而危及工作-家庭关系。据此，文章选取了“自我损耗”

表征资源损耗机制。 

此外，文章没有选取“消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上述分析表明，

服务型领导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累并快乐着”的行为，因而不一定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在研

究中，我们也测量了领导者的消极情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行为与消极情绪呈

负相关关系(r = -0.23, p < 0.01)，这进一步说明领导者从事这种“累并快乐着”的服务行为，的

确不太可能产生消极情绪。但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会影响工作-家庭关系(Ilies, Liu, 

Liu, & Zheng, 2017)，为了排除消极情绪对本研究结果的干扰，在研究中我们把消极情绪作

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 

综上，本文是基于 W-HR 模型和相关研究的建议，选取了“积极情绪”代表资源产生机制、

“自我损耗”代表资源消耗机制，而没有考虑将“高的积极情绪和低的积极情绪”、或者“积极

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中介变量。 

相应地，为了突出服务型领导行为的“累并快乐着”的特点，我们将文章的题目修改为：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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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作者针对评审意见做了比较好的回应和修改。还有几个小问题需要作者做进一步的

考虑：作者在 p.42 补充了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第三，虽然本研究采取日记法，并在不同

时间点让主管评价自己的服务型领导行为、以及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

导行为，但这种方法仍然依赖自我报告，仍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因果关系的干扰”。

但是，我不能理解“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因果关系的干扰”是什么意思？作者对什么是因果关

系，如何检验因果关系好像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要检验因果关系，最佳的办法是进行实验研

究；退而求其次，在 ESM 中，可以通过控制中介变量/因变量在测量前的某一个时点的值来

观测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因变量的变化的预测，从而增加因果关系的推导。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上一轮修改工作的肯定，也感谢您认真细致的评审意见，帮助我们

持续提升文章的质量。针对您提出的上述问题，主要是我们写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给审

稿专家带来理解上的困惑，我们研究团队对此深表歉意！其实，此处我们想表达的原意是：

“本研究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团队在经

过认真地研讨后，修改稿对“第三点研究局限”的一些不恰当的表述进行了修正。具体修改如

下：“第三，虽然本研究采取日记法，并在不同时间点让主管评价自己的服务型领导行为、



以及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但这种方法仍然依赖自我报告，故

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周浩, 龙立荣, 2004)，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主管评价自

己的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直接上司评价主管的服务型领导行为等测量方法，并同

时考虑日记法与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段锦云, 陈文平, 2012)，以更好地验证服务领导行

为与工作-家庭的关系。” 

 

意见 2：模型图中的两个中介变量的命名与变量测量中变量的名称是否统一？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修改稿已将模型图中的两个中介变量的命名与变量测量中变量

的名称统一。具体地，我们将“积极情绪体验”统一为“积极情绪”，将“资源损耗知觉”统一为

“自我损耗”。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3：请重新检查全文，解决文字表达上的一些小问题。比如， “虽然服务型领导会影响

下属的工作-家庭关系，但有关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否影响领导者自身的工作-家庭关系还是一

个未解的谜题。” (p.26)中的“会否”可替换成“是否会”。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与提醒，修改稿已将此句中的“会否”修改为“是否会”。请审

稿专家审查。同时，根据您的提醒，我们研究团队成员再次对文章进行了反复的挑剔性阅读，

通过这样做，力争减少或避免文字表达上容易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使文章表述更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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